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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講唱活動在敦煌佛教寺院的傳播 

──以莫高窟三界寺為例 

朱 鳳 玉
 

一、研究旨趣 

1900 年敦煌莫高窟藏經洞偶然的發現，許多唐五代變文、俗賦、俗曲歌讚、

通俗白話詩等寫本在千年之後得以重現，立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事。尤其以

講唱文學為主的文學文獻很快的就引起中外學者的矚目，使敦煌俗文學快速成為

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焦點。 

1916 年日本狩野直喜根據前往倫敦、巴黎調查的敦煌寫卷以〈支那俗文學

研究の材料〉為題在《藝文》雜誌連載了長篇論文1；1920 年王國維以署名靜庵

發表了〈敦煌發見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說〉2一文；1929 年，鄭振鐸發表了有

關敦煌變文的重要論文〈敦煌的俗文學〉3，透過敦煌寫本《目連變文》與其他

文獻的縱橫比較，闡發「變文」對後世文學的影響。1938 年正式出版了《中國

俗文學史》4一書，立有『變文』專章，介紹「變文」，更極力的說：「在變文沒

有發現以前，……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都成為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

答。……發現了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切的疑問，……。我們纔知道宋元話本

和六朝小說及唐代傳奇之間並沒有什麼因果關係。我們纔明白許多千餘年來支配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日〕狩野直喜〈支那俗文學研究の材料〉（上）（下），《藝文》第 7 卷第 1 期、第 7 卷第 3 期，

1916 年 1 月、1916 年 3 月，頁 104-109、頁 331-338。本文從英、法藏敦煌寫本爬梳出〈唐

太宗入冥記〉、〈秋胡戲妻故事〉、〈伍子胥小說〉、〈孝子董永傳〉、〈季布歌〉等俗文學資料，

據以追溯其在中國俗文學的發展。這是日本第一篇有關變文研究的論文，也是敦煌俗文學研

究的發軔。 
2
 靜庵（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8 期，1920 年 4 

月，頁 95-100。介紹了敦煌本〈季布歌〉、〈董永傳〉、〈唐太宗入冥故事〉及〈西江月〉、〈菩

薩蠻〉、〈鳳歸雲〉、〈天仙子〉等，這些寫本更成為俗文學研究者關心的材料。 
3
 鄭振鐸〈敦煌的俗文學〉，《小說月報》第 20 卷第 3 期，1929 年，頁 475-796。 

4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第六章『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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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類的讀物，其來歷原來是這樣的。」鄭振鐸這個說

法，隨著俗文學的研究發展，成為學術界對敦煌變文根深蒂固的基本概念與共識。  

回顧一百多年來整個敦煌俗文學的研究，成果確實豐碩而可觀；這些研究的

發展歷程，大抵從零星散卷的序跋、各收藏寫本的敘錄、所見篇卷的輯校等開始，

到單篇作品的校釋、考論與探究；其後，隨著各收藏單位寫本的公布，各類作品

系統的校錄陸續出版，提供了可據以閱讀與研究的文本；而利用文本展開各文類

名義、起源、體制及內容之考述與溯源的論著隨之湧現；更進而有從文學本位出

發，就文學形式或題材進行析論，探究其價值與影響，成就敦煌俗文學研究的蓬

勃局面。 

除了講唱變文外，王梵志通俗白話詩、《雲謠集雜曲子》及〈五更轉〉、〈十

二時〉、〈南宗讚〉、〈修道讚〉等佛曲歌讚，乃至〈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

等也是敦煌俗文學的重要環節，這些不但是近百年來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更是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主體。 

俗文學與傳統文士書面創作的雅文學不同，既非個人高談闊論言志之作、抒

發自我情緒言情之篇，也不是供人學習鑑賞的詩文典範。總體來說，這些俗文學

的傳播，其空間主要在佛教寺院、戲場、變場、歌場、酒樓、茶館等等。傳播的

方式主要採取口頭講唱、傳誦與書面傳抄閱讀的雙軌方式來進行，屬於『小眾傳

播』的通俗文學；是在一定場域中透過儀式、表演，講說、歌唱、傳誦傳達給廣

大的受眾，既發揮了教化社會的功能，又兼具娛樂大眾的效益。這些俗文學的題

材與傳播的空間，及受眾間的相互牽動，關係極為密切。其彼此間的互動是動態

而非靜態的，且影響著宋以後俗文學形式與內容的發展，凡此都是俗文學研究的

重要議題。然傳世文獻對俗文學傳播的載錄與記述，多半見於宋元明的筆記、雜

俎與地方風土文獻，宋以前可說極為罕見，甚至付之闕如。 

今有幸得見敦煌莫高窟保存的大批唐五代寫本，這些封藏千年的文獻是在偶

然下發現的，是不為流傳而流傳，是未經有意識的編輯、整理。因此最能反映實

際生活面貌，所以學界美稱為中國中古社會生活的「活化石」，或唐五代文化的

「時空膠囊」，這正是凸顯其文獻原生態的珍貴。三界寺是敦煌的名寺，更是晚

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莫高窟的主要寺院，廣受信眾的崇奉。本文特以三界寺為例，

根據這些原生態敦煌寫本所蘊含的寺院講唱及傳播訊息，析論寫本抄寫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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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及文本內容，結合載籍史料論述講唱活動在敦煌佛教寺院的傳播與發展。 

二、唐五代佛教寺院與俗講活動 

寺院是佛教的實體，是為佛教僧徒日常修行、說法及進行各種宗教儀式活動

等需求而產生的建築。換言之，佛教寺院是安置佛像、經卷，且供僧眾居住以便

修行、弘法的場所。佛教東傳，在中土快速的發展，寺院無疑是一個最為重要的

空間，更發展成為一個兼具宗教、政治、經濟、文化等職能的社會組織，發揮了

多方面的功能，除了宣教弘法外，在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的發揮上，堪稱是當時

的社會文化中心。 

屬於中國俗文學發展重要源頭之佛教俗講活動是佛教寺院在舉行各種齋會

時的重要節目之一。俗講變文發源於佛教，其演出的場所自然是以佛教寺院為首

要。唐代長安舉行俗講變文的佛教寺院，根據圓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載會昌元年長安佛寺開俗講者，有：「資聖寺」、「保壽寺」、「菩提寺」、「景

公寺」、「會昌寺」、「惠日寺」、「崇福寺」等5；張固（860-888）的《幽閒鼓吹》

記載有慈恩寺6；孫棨（約 889 年前後在世）的《北里志》記載有保唐寺7；宋人

錢易（968-1026）的《南部新書》載有：「慈恩寺」、「青龍寺」、「薦福寺」、「永

壽寺」、「保唐寺」、「安國寺」8。 

                                                 
5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云：「（開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

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爲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

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

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福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

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法花經》，城

中俗講，此法師爲第一；惠日寺、崇福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又敕開講道教，左街令敕新從劍

南道召太清宮內供奉矩令費于玄真觀講《南花》等經；右街一處，未得其名；並皆奉敕講。

從太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日］圓仁撰，白化文、

李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年），頁 369。 
6
 唐．張固《幽閒鼓吹》：「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顗嘗危

疾，上使訊之，使回，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塲。』」

《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1449。 
7
 唐．孫棨《北里志》「泛論三曲中事」條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

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

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或約人與同行，則為下牒，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

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1404-1405。 
8
 《南部新書》第五卷戊：「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於保

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宋．錢易著，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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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都城長安外，其他地區的寺院也多有講唱變文，只是載籍較少紀錄，如

宋．張齊賢（943-1014）《洛陽縉紳舊聞錄》載洛陽開講的寺院有「長壽寺」9；

唐．姚合（約 779～約 855）〈贈常州院僧〉詩記載常州俗講寺院有「毗陵寺」；

唐．劉禹錫（772-842）〈送慧則法師上都，因呈廣宣上人〉詩記載盧山「東林寺」

看講10；〔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山東登州「赤山院」開俗講11；唐．

貫休（823-912）〈蜀王入大慈寺聽講〉詩記載四川成都「大慈寺」開俗講12。 

以上這些相關記載，僅能提供我們唐五代部份寺院曾有過開講俗講的簡單記

述而已。至於寺院講唱活動如何進行？其詳細情況則缺乏有關的具體描述，以致

長期以來人們對唐五代寺院講唱的實際情形則始終難以得知。直到 1934 年向達

〈唐代俗講考〉13，基於對敦煌變文講唱的探究，開始耙梳文獻載籍，嘗試勾勒

唐代寺院俗講的輪廓；並考論唐代寺院中之俗講、俗講儀式、俗講話本、及俗講

文學之起源與式微，為敦煌變文理論奠定良好的研究基礎。 

雖然有關唐代佛教寺院講經活動進行的具體儀節的記載，中土傳世典籍都付

之闕如。不過，禮失而求諸野，所幸日本入唐求法高僧圓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禮

行記》卷二記述了唐文宗開成四年，山東文登縣赤山院新羅僧侶之日常「講經」

儀軌14，十一月廿二日又載「赤山院講經儀式」15詳細記載了當時山東赤山院講

                                                                                                                            

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67。 
9
 向達〈唐代俗講考〉，《燕京學報》第 106 期，1934 年，頁 1-13。修訂後，又刊於《文史雜誌》

第 3 卷第 9-10 期，1944 年；後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

頁 294-336。 
10

 唐．劉禹錫〈送慧則法師上都，因呈廣宣上人〉：「昨日東林看講時，都人象馬蹋琉璃。雪山

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本師。一錫言歸九城路，三衣曾拂萬年枝。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

逢秋心更悲。」（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卷 359，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4048。） 
1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記述了唐文宗開成四年，山東文登縣赤山院新羅僧侶之日常「講

經」儀軌說：〔十一月〕十六日  山院起首講《法花經》，限來年正月十五日為其期。十方眾

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就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更有論義二人：僧頓證、僧常寂。男女

道俗同集院裏，白日聽講，夜頭禮懺聽經及次第。［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

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頁 369。 
12

 唐．貫休〈蜀王入大慈寺聽講『（天復三年作）：「玉節金珂響似雷，水晶宮殿步裴回。只緣支

遁談經妙，所以許詢都講來。……百千民擁聽經座，始見重天社稷才。」（清．彭定求編《全

唐詩》卷 835，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9408。） 
13

 向達〈唐代俗講考〉，頁 294-336。 
1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十一月〕十六日  山院起首講《法花經》，限來年正月十五日

為其期。十方眾僧及有緣施主皆來會見。就中聖琳和尚是講經法主。更有論義二人：僧頓證、

僧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裏，白日聽講，夜頭禮懺聽經及次第。」［日］圓仁撰，白化文、李

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頁 190。 
15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十一月〕廿二日辰時，打講經鐘，打驚眾鐘訖。良久之會，

大眾上堂，方定眾鐘。講師上堂，登高座間，大眾同音稱嘆佛名－－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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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完整儀式，包括集眾、上堂、定座、作梵、唱經、開題等節目次第。 

三、唐五代北宋期間的敦煌三界寺 

（一）敦煌地區的佛教寺院 

寺院活動以其信仰內容為主體，隨著佛教的東傳，在中國佛教文化中形成了

佛誕日、臘八節、盂蘭盆會等重要節日，這些節日不但是佛教的重大節日，也是

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民俗。這些節日中，寺院照例都會有供佛、誦經、齋僧、

拜懺、追福、薦亡等等相關活動的進行。這些弘法佈道的活動，其傳播方式頗多

與早期中國俗文學發展關係密切的俗講變文與佛曲歌讚的講唱與歌誦。然由於這

些文本與相關資料傳世文獻與佛教典籍均尟有載錄，以致後世對此詳情不得而

知。 

敦煌文獻中大批唐五代寺院文書提供了敦煌寺院的具體功能與實況，可資考

察唐代佛教社會與文化關係，是研究唐代及敦煌地區寺院功能最為具體且寶貴的

一手材料，從中可勾勒出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生活面貌。其中不但有寺院供

佛、誦經、齋僧、拜懺、追福、薦亡等等相關活動的資料，亦保存了不少俗講變

文、佛曲歌讚的各類寫本，使千載之後可據以略窺唐五代寺院各類活動講唱的具

體面貌。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聖地，有關敦煌地區古代寺院的探究，一直是研究

者所關心的問題。經過多年來學者的努力，根據今所得見敦煌文獻資料的析論，

大抵可獲得的共識是：敦煌寺院的數量，在各個時期並不盡然相同，晚唐五代時

變化較大，且基本上數量較為固定。據敦煌文獻記載，總計有十七寺。分別是：

龍興寺、乾元寺、開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靈圖寺、顯德寺、蓮臺寺、三界

                                                                                                                            

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一行偈

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眾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脫香』等頌。梵唄訖，講師

唱經題目，便開題，分別三門，釋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前，讀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

名、所施物色申訖，便以其狀轉與講師。講師把塵尾，一一申舉施主名，獨自誓願。誓願訖，

論義者論端舉問。舉問之間，講師舉塵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塵尾，即還舉之，謝問

便答。帖問帖答，與本國同，但難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卒爾指申難，聲如大

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眾同音長音讚嘆。

讚嘆語中有『迴向』詞。講師下座。」［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

法巡禮行記校註》，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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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淨土寺、報恩寺、大雲寺等十二僧寺；大乘寺、普光寺、靈修寺、安國寺、

聖光寺等五尼寺。其中，龍興寺是吐蕃時期敦煌佛教教團領導機構所在，最具影

響力；而靈圖寺則是歸義軍時期都司所在之寺院。這些寺院主要在敦煌城內外，

確知在莫高窟的是三界寺。16
 

敦煌文獻保存了極為豐富的唐五代到北宋初期敦煌佛教寺院及僧人活動實

際的具體資料，以下謹以敦煌莫高窟三界寺為代表，透過現存敦煌文獻相關資料

藉以略窺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活動的一斑。 

（二）唐五代北宋期間的三界寺 

三界寺是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地區著名的僧寺。根據敦煌文獻 P.3654（1）

〈安國寺等維那欠經歷〉的記載17，三界寺的稱名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 820 年

左右已出現。又張維編《隴右金石錄校補》在《天禧塔記》錄文後注：「《敦煌新

志稿》。此《塔記》共三百三十字，高一尺有餘，民國三十年冬在千佛洞掘得，

旋即為人攜去。」根據錄文《天禧塔記》18記載大宋天禧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結

義社邑有社人釋子二十六人，其具名分別來自永安寺、龍興寺、金光明寺、報恩

寺、靈圖寺、三界寺、大乘寺、蓮台寺、聖光寺等九寺，足見敦煌三界寺在莫高

窟一直延續到北宋天禧三年（1019）以後。 

                                                 
16

 參見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載《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石窟考古編》

（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年），頁 178-210。 
17

 P.3654（1）《安國寺等維那欠經歷》「三界寺維那談幽，五十六衹，內欠第八」；S.2500《菩薩

戒本議卷第六》題記有：「天寶十四載……沙門談幽記，敦煌人也」。李正宇據此推知三界寺

出現是在吐蕃統治中期，即西元 820 年前後出現。見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研究》（國

家社科基金專家成果報告，1994 年），頁 79。 
18《天禧塔記》：「維大宋天禧三年歲次已未三月二十七日，輒有結義社邑：蓋緣真如覺體，非少

性而能規，善逝全軀，豈凡庸而得睹？所以刻檀起信，盡標宗義，猶證果而獲因，尚超凡而

入聖，當本我世紀八萬四千之寶塔。厥有社人足二十六數之釋子，具名以後，一一參羅。社

官永安寺法律興受、社老龍興寺法律定慧、錄事金光明寺法律福榮、報恩寺釋門僧正賜紫紹

真、團頭龍興寺法律戒榮、團頭金光明寺法律福祥、靈圖寺法律弘□、法律三界寺法海、法

律大乘寺福惠、靈圖寺法律知都司判官弘辯、三界寺法律知福田判官善惠、金光明寺法律福

興、同寺法律福通、同寺法律福藏、三界寺法律法盈、蓮台寺法律善集、靈圖寺法律惠藏、

大乘寺法律惠明、永安寺法律戒辯、聖光寺法律法興、大乘寺法律法顯、龍興寺法律福惠、

報恩寺法律紹聰、蓮台寺法律善貴、同寺法律紹明。已上社眾，並是釋門貴子，梵苑良材，

各各懷克□之心，速速負柔和之意，加以傾誠三寶，注想五乘。於家行謙敬之心，在眾有恭

和之志，遂乃齊心合意，上教下隨，選此良田，共成塔一所者，故記之爾。造塔塑匠王安德、

李存遂。」（見張維輯《隴右金石錄補》一卷，蘭州：甘肅省文獻徵集委員會印，1948 年，引

文參時蘭蘭〈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宋代天禧塔資料辨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6 期，

2015.12，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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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三界寺的寺址，我與鄭阿財合著的《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一

書中曾對孫修身、李正宇、榮新江等人的論述進行了梳理19。其中李正宇〈敦煌

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20但言「寺址待考」而未作探討。榮新江認為「藏經洞

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經和資產」，可見三界寺與藏經洞的關

係密切，加以第 16 窟位於俗稱「下寺」的古寺院遺址附近，因此判斷其寺址可

能在下寺或附近21。之後，鄭阿財在〈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探究——論敦煌三

界寺的寺學〉一文中，更在各家有關敦煌三界寺存在時間和寺址相關討論的基礎

上，經過系統的梳理而認定敦煌三界寺有可能在唐朝初年已經存在，只是一直要

到吐蕃佔領敦煌時期才逐漸活躍，在五代時期因與歸義軍政權關係密切而逐漸興

盛，至北宋時期成為名寺。至於其寺址，很可能位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即今第

16、17 號窟附近22。 

至於三界寺的建築佈局與規模，據今所得見敦煌文書中有關三界寺的資料分

析，三界寺寺院建築至少包括寺門、禪院、觀音院和觀音堂等，其規模雖然不如

龍興寺、開元寺等敦煌城內的官寺、大寺，但卻是莫高窟上由許多「石窟」分別

承擔一般寺院「殿」、「堂」、「院」、「閣」的功能所組成，結構相對完整。23在遠

離州城的莫高窟可說是小有規模且頗具盛名的石窟寺。 

三界寺的僧人人數不少，我們從敦煌遺書 S.2614V〈敦煌各寺僧尼名簿〉載，

得知三界寺曾有僧人計壹拾柒人，新沙彌肆人，總計貳拾壹人。又從敦煌寺院文

書中我們也可獲知三界寺寺院經濟發達，除了來自信眾的佈施外，其收入還有寺

院的田租、油梁、利貸等項目。 

                                                 
19

 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 7-10。 
20

 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第 1-2 期，1988 年，頁 80；《敦煌史地

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頁 80-82；《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1998 年），頁 631。 
21

 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1996 年），頁 23-48）、〈再論敦煌藏經洞的寶藏——三界寺與藏經洞〉（見《敦煌佛

教藝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29。收入《敦

煌學新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8-28。）內容涉及三界寺寺址的論述。 
22

 鄭阿財〈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探究——論敦煌三界寺的寺學〉，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

十輯（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043。 
23

 鄭阿財〈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探究——論敦煌三界寺的寺學〉，頁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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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煌三界寺的宗教活動 

佛教寺院作為供奉佛像、收藏佛經、禪修朝拜的重要場所，其僧眾參與的佛

事活動必然十分廣泛，敦煌三界寺也不能例外。敦煌地區佛教僧團的佛教法事活

動頻仍，近年學者利用敦煌文獻對敦煌僧團及僧尼的宗教活動多有探究，可資參

考。24
 

從今已經公布的敦煌文獻中有關三界寺活動的近八十件寫本資料來考察，可

確知唐五代北宋期間莫高窟三界寺僧人所從事的佛事活動相當頻繁。其中以轉經

為其最主要的活動，不論日常的早晚課，或六時禮懺、四時行禪、布薩懺悔，節

日齋會，照例轉經。在寺院個別法會中的轉經活動外，每年佛教節日也會舉行大

型轉經活動，如正月轉經、秋季轉經、十二月轉經等；還有因應敦煌地方官方舉

辦的祈福齋會，或民間信眾需求舉辦各種法會中不定期的轉經。這些大型轉經活

動一般由某寺主持組織，隨規模大小而動員敦煌地區各寺院僧眾共同參與。莫高

窟三界寺的僧人也大都參與此類的轉經法會。今 S.1364、S.4914、S.10566、P.3336

（1）、P.3336（2）、P.3654（1）、P.4611 文獻中都有相關的記載。茲舉 S.4914《卯

年九月七日當寺轉經付經歷》為例，這是一件某寺院主持組織轉經活動的付經記

錄，時間為吐蕃時期西元 822 年，內容為某一寺院組織了大型轉經活動，主持的

寺院分別將所轉誦的經本送到各參與轉經各寺院的僧人，其中有金光明寺、永安

寺、蓮臺寺、靈圖寺、報恩寺、龍興寺、大雲寺、聖光寺、大乘寺、普光寺、靈

修寺、安國寺等，三界寺的海藏也在其中。 

三界寺是唐五代北宋期間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寺院，除了寺院本身的法事活動

外，三界寺的僧眾也參與敦煌地區其他寺院組織的官方與民間的宗教活動。王秀

波碩士論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研究》25將敦煌三界寺參與的法事活動

分為：敦煌僧團自主舉行的法事活動，與應世俗社會之請而舉行的各類祈福法會 

二大類。 

從敦煌文獻所見，僧團自主在三界寺舉行的法事活動，如 P.2058 背（1）《水

                                                 
24

 如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25

 參王秀波《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 4 月）〈第二

章敦煌三界寺活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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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道場帖》：                        

水則道場，次至三界寺。所有敷設，香花桉機，准舊莊嚴，不得怠慢違闕。

逐晨分為兩番，日中交替為上下。右件長行道場，元是積古舊規，則資君

定國，二乃獲福禳災，始得時康，年加倍秀。奉為龍天八部，衛護敦煌；

梵釋四王，保安社稷；東征府主定骨都，布一家；隨佐鴻兵輸忠貞，無二

意；總來節下，咸納規投；赤心廷輔于龍沙，竭力保持於蓮界。亦願稼穡

豐熟，疫毒無侵。憑佛教行，切宜轉念。仍仰都福田判官等親自尋檢。如

不赴道場僧，錄名各罰布半疋，的無容免者。九月廿日。 

水則道場舉行的意義與其他佛教法會活動相似，都是以「資君定國」、「獲福禳災」

為意旨，我們從帖文「水則道場，次至三界寺」一語，可得知這是一件由敦煌都

司安排三界寺參與水則道場的帖文。此件文書很可能是目前所見唯一一件由三界

寺主持道場活動的文書。 

方等道場又稱方等戒壇，是佛教「依大乘方等之文所設立之戒壇。即不拘根

缺緣差，亦不細拘禁忌，凡發大心之人皆能得戒，攝人最為周遍廣大，故稱與南

山所制之小乘戒壇相對」。敦煌地區的方等道場是由敦煌都司所成立的方等道場

司負責籌備，直接組織敦煌地區各寺院共同舉行。因此，各寺院均需依照道場司

的安排與要求提供方等道場所需的各種物品與活動的參與。知名的莫高窟三界

寺，對於此類大型的重要法會，自然也參與其中，有時也被安排作為道場主要主

持的寺院。26
S.520+S.8583《天福八年（943）二月十九日河西都僧統龍辯牓》是

一件以河西都僧統名義發佈的「報恩寺方等道場牓」：「請諸司勾當分配如後：前

殿：請吳僧政、郭僧政、索僧政；……北院浴室：恩索教授、圖大宋法律；……

南院浴室：龍氾法律、乾氾法律；……北院消息：金大張法律、界張法律……」

可知此次方等道場由報恩寺主辦，各寺院的工作分配，三界寺僧人張法律與金光

明寺、大雲寺僧人負責北院消息。「消息」是休息的意思，牓文指定三界寺僧人

張法律與金光明寺、大雲寺等僧人負責受戒者有關北院住宿休息的相關事務。 

除了上舉水則道場、方等道場外，每年歲時節慶與佛教節日敦煌寺院與全國

寺院一樣，均舉行有各種慶祝的法事活動。不論是官方的大型活動或各寺院單獨

                                                 
26

 參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場與方等道場司〉，《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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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法事活動，三界寺及其僧眾也普遍的參與，其方式與其他寺院相同，大型

道場法會均在僧團相關組織安排下進行。如七月十五盂蘭盆會參與的寺院僧眾依

據安排為莊嚴道場提供物質與服務。S.2575《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二日都僧

統海晏為七月十五日莊嚴道場配借諸寺幡傘帖》有：「右常例七月十五日應  官

巡寺，必須併借幢傘，莊嚴道場。金光明寺：故小娘子新見要傘十副。……三界

寺要傘，靈修傘壹副，大乘壹副，乘額壹條，經巾壹條……右上件所配幡傘、便

須准此支付，不得妄有交互者。天成三年七月十二日帖，應管內外都僧統海晏」。

可見三界寺與靈修寺等寺院一起在天成三年為即將到來的盂蘭盆節提供了幡

傘、經巾等物品。27
  

至於三界寺單獨舉辦的各類齋會，主要是在廣大信眾的要求與贊助下舉行

的。尤其以祈福、禳災，打齋、薦亡的各類齋忌、法會活動。其本質與其他寺院

並無太大差別。 

五、從敦煌文獻看俗文學在三界寺的傳播 

（一）八關齋戒與俗講活動 

三界寺眾多的佛事活動中，八關齋戒的舉行是重要且隆重的活動之一。在今

所得見三界寺授戒的戒牒多達四十多件，其中以八關齋戒的戒牒數量最多，既反

映了八關齋戒在敦煌社會廣為流行，又說明了三界寺對敦煌地區信眾受八關齋戒

的重視。 

三界寺戒壇為敦煌地區在家信眾授戒齋會多在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所謂的

「三長齋」月內及「六齋日」內舉行28，尤其是八關齋戒29。八關齋戒活動莊嚴，

                                                 
27

 又如 P.2271 背《甲寅年（954？）七月十五日就大乘寺納設曆》此件內容載此次盂蘭盆節活動

在大乘寺舉行，由敦煌地區十六所寺院共同參與，其中三界寺提供了「果食足，酒半甕」。 
28

 陰曆正月、五月、九月等三個月長期持齋戒，稱為三長齋。六齋日，指佛教每月清淨持戒之

六日。即白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僧眾每月於

此六日須集會一處，布薩說戒。在家二眾於此六日受持一日一夜八關齋戒。 
29

 佛陀為在家弟子所制定暫時出家之學處。受者須一日一夜離開家庭，赴僧團居住，以學習出

家人之生活。又作長養律儀、近住律儀、八戒、八支齋戒、八分齋戒、八戒齋、八齋戒、八

禁、八所應離。「八」指持八種戒，「關」即閉之意，「戒」有防非止惡之作用。即：1.不殺生，

2.不偷盜，3.不淫，4.不妄語，5.不飲酒，6.不眠坐高廣華麗床座，7.不塗飾香鬘及歌舞觀聽，

8.不食非時食。能持八戒，可防止身口意三業之惡行，便可關閉惡道之門。八戒中前七支為戒，

後一支不非時食為齋，合之稱為八關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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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隆重，同時還安排有高僧通俗講經的唱導活動，藉「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 

按：「唱導」是佛教齋集法會時，僧侶採用淺近的說教形式，來宣傳教義、

開導世俗信眾崇奉佛教的傳播手段。佛教「唱導」在中國，自六朝以來已成為漢

傳佛教重要而普及的弘傳活動。根據梁．慧皎《高僧傳》「唱導傳」及「唱導論」

的記述，唱導活動主要出現在八關齋會、禮懺齋會、念佛法會、薦亡會等場合。 

其目的在「宣唱法理，開導眾心」，而內容則是宣唱佛名、依文致禮、昇座說法、

明因果、辯齋意等。30
 

在這些活動中所使用的文學除了宣唱佛名時唱和佛、菩薩名的佛讚外，還有

受八關齋戒使用的應用文、講經說法相關的文本及穿插於講經說法間「雜序因

緣，傍引譬喻」的諸經緣喻因由，以及辯齋意之相關文書，如：咒願、表白、莊

嚴、迴向、發願等。傳世典籍對此甚少載錄，以致後世對其詳情不甚明瞭。敦煌

藏經洞中，大量的佛教講唱文獻重見天日，掀起了敦煌變文的研究風潮。有關變

文的名義、起源、體制及其與佛教「唱導」、「俗講」的關係成為研究的焦點。學

者因探索唐代俗講淵源乃有溯及六朝以來「唱導」的研究，而俗講由唱導發展而

來的說法更成學界公認的看法31。 

至於八關齋會與俗講之關係，也逐漸受到關注。如：里道德雄〈敦煌文獻に

みられる八關齋關係文書について〉，鄭阿財〈敦煌佛教講經資料輯考與實況重

建——從俄藏 Φ.109 寫卷論八關齋與俗講之關係〉，劉正平、王志鵬〈唐代俗講

與佛教八關齋戒之關係〉，荒見泰史〈敦煌本《受八關齋戒文》寫本の基礎的研

究〉等，可資參考。 

唐代日僧圓珍（814-891）《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有云：  

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只會男女，勸之輸

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安居月傳法

                                                 
30

 梁．慧皎《高僧傳》卷 13：「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

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

緣﹔或傍引譬喻。……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氛。燈惟靖燿，四眾專心，叉指緘

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

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敘哀慼，則灑淚含酸。」見《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3）第

50 冊，第 2059 經，頁 417 上-418 上。 
31

 向達以為：「俗講與唱導，論其本質，實殊途而同歸，異名而共實者爾」。向達〈唐代俗講考〉，

頁 29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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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是。（不集俗人類也。若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寺事，皆申所司，（可

經奏外申州也，一月為期。）蒙判行之。若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32
 

清楚的告訴我們講經是佛教寺院弘法佈道的主要活動，唐代講經，因應聽講對象

的不同，而有「僧講」與「俗講」的區別。可知「俗講」是以在家世俗信眾為聽

講對象的講經說法活動，其目的在勸信眾輸物以充造寺資。其講說內容除佛教經

義外，也可進一步講唱佛經中具故事性的內容，屬於推廣佛教世俗化的通俗講

經。至於唐代俗講所開講的內容則可從圓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

記述窺知一斑。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曾記述唐開成六年（841）正月長

安左、右街七寺開俗講的情形，說： 

正月九日：五更時，拜南郊了。早朝歸城。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

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

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

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

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

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

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從太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

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33 

唐代俗講須經官方允許，舉行的時間主要在三長齋月，即：每年的正月、五月、

九月等，各為期一個月。俗講所開講的佛經，較常見者，有《法華經》、《涅槃經》、

《金剛經》、《維摩詰經》、《佛報恩經》…等大乘經典。其儀式、程序大抵依循正

式講經之儀軌，聽講對象為在家俗眾，因而語言淺白，內容通俗易懂。而俗講的

文本即所謂的「講經文」，是化俗法師俗講的底稿或聽講的紀錄，稱為「俗講經

文」，省稱「講經文」，也是最早的講唱變文。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新論》一文

即說： 

最早的變文，是引據經文，穿插故事，使之通俗化，既說且唱，用以吸 

引聽眾。它的儀式是講前有押座文，次唱經題名目。唱經題畢，用白話 

解釋題目，叫開題，開題後摘誦經文，以後一白一歌，又說又唱，直至 

                                                 
32

 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6 冊，頁 1108。 
33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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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為止。進一步的開展，是不唱經文，可以隨意選擇經文中故事，經 

短的便全講，經長的便摘取其中最熱鬧的一段講。在正講前也還要唱出 

經題，所以這一種也仍是講經的一體，照例也題作變文。34
 

今所得見敦煌寫本中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

多經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

華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雙恩記》（《佛報恩經講經文》）、《佛說觀彌

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盂蘭盆經講經文》便是俗

講文本的遺存。  

（二）敦煌文獻所見三界寺道真的俗講活動 

1.三界寺道真的生平事蹟 

道真是莫高窟三界寺的重要人物。有關道真的研究，1956 年金維諾〈敦煌

窟龕名數考〉較早論及，其後孫修身〈《敦煌石室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寫作

時代考〉一文中略有涉及35，1990 年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36一文

則有較全面而系統的論述。之後，鄭炳林、李正宇、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

等在相關論著中也多有論述37，屈直敏則在《敦煌高僧》一書的「開窟功德篇」

以前賢研究為基礎，為「釋道真」立傳38。 

    道真俗姓張，出身敦煌大族，早年出家于沙州三界寺39。長興五年（934）

                                                 
34

 見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幼獅月刊》第 49 卷 1 期，1979 年 1 月，頁 18-41。 
35

 金維諾〈敦煌窟龕名數考〉，《文物》第 5 期，1959 年，頁 50-54、61；孫修身〈《敦煌石室臘

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寫作時代考〉，載《絲路訪古》（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年），

頁 209-215。 
36

 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

寧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178-210；又收入《敦煌習學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140-169。 
37

 鄭炳林〈伯 2614 號背莫高窟再修功德記撰寫人探微〉，《敦煌學輯刊》，第 2 期，1991 年，頁

43-56；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載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

（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338-357；李正宇〈敦煌遺書宋人詩輯校〉，《敦煌研究》，

第 2 期，1991 年，頁 38-47；Stephen F.Teiser（太史文），The Scripture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1994, pp.138-151。 
38

 屈直敏《敦煌高僧》（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頁 55-58。 
39

 臺北國家圖館藏 124 號《淨名關中釋抄》有題記：「戊戌年夏五月廿日三界寺釋門道真念記，

俗姓張氏。」又 BD05788《佛名經卷十三》題記作：「沙門道真修此經，年十九，俗姓張。」

是知道真為張氏，與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來源於同一姓氏家族。十九歲便開始修習佛教經典，

而據佛教戒律。二十歲以後受具足戒後開始稱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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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受具足戒，編有《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40。後漢乾祐元年（948）爲三界寺

觀音院院主，重修敦煌莫高窟南大像北一所古窟41。949 年前後升為沙州釋門僧

政。此後，地位不斷攀升。敦煌寫本《臘八燃燈份配窟龕名數》42載後周廣順元

年（951）臘八，莫高窟舉辦僧俗齊集的大型燃燈活動，此次參與燃燈的社人：

僧、俗、官、民，係由三界寺道真主持調度，據此不難想像道真在當時敦煌佛教

社會地位。 

北宋乾德年間（963-968），三界寺設立戒壇，開始為僧俗信眾授戒，之後的

20 多年間，道真始終是擔任授戒師的重要職責。乾德二年（964）前獲封「釋門

僧正講論大法師賜紫沙門」之稱號，不久再稱「釋門僧正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

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授戒師主釋門僧正講經論大法師賜紫」，並在雍熙

四年（987）前最終成為沙州都僧錄43，卒于任。計其前後為沙州僧政主持寺務

近三十年之久。                  

據今已公布的敦煌文獻考察，存有道真名銜的文獻多達近 70 件。其署年分

別從 934 年到 987 年。這些文獻的性質包括了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三界寺授戒

戒牒，常用的佛教經律論抄，寺院應用文書，乃至俗講變文、佛教讚頌等。有道

真抄讀修習研學之用經論，如：BD05788《佛名經》、BD02318《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S.263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S.3147《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逆修生七齋

往生淨土經》；P.2130（3）《佛說觀佛三昧海藏經》；P.2340《佛說救護身命經》；

S.4160《四分律略頌》；北大 D089《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P.3917A《中

論》；P.2836《諸經要抄》；臺北國家圖書館圖（原中央圖書館）藏 004736（124 號）

《淨名經關中釋抄》。有道真主持弘法授戒的戒牒，如：P.2994《甲子年（964）

                                                 
40

 敦煌研究院藏研 345《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有云：「長興伍季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

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內經論部祑不全，遂乃啟願，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尋

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願使龍天八部，

護衛龍沙。梵釋四王，永安蓮塞。城煌泰樂，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寶位。先亡姻眷，

超騰會遇於龍花；見在宗枝，寵祿長沾於親族。」自稱「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可見此年道

真二十歲受具足戒，之後始稱比丘。 
41

 P.2641 背（1）《重修南大像北古窟題壁並序》署「觀音院主釋道真」。 
42

 敦煌寫本《臘八燃燈份配窟龕名數》原為吳曼公所藏，現藏敦煌研究院，編號為 0322 號。 開

頭為「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燈分配龕名數」。之後列有：闍黎、禪師、僧政、法律、 

都頭、押衙、行者等燃燈社人分配的燃燈窟龕名稱、盞數、時間及佈告的頭銜姓名：「辛亥年

十二月七日釋門僧政道真」。 
43

 S.4915《雍熙四年（987）五月沙州三界寺授菩薩戒牒》署名：「傳戒師主都僧錄大師賜紫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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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日三界寺授李憨兒八關戒牒》、P.3392《沙州三界寺授八關齋戒牒》、

Дх.02889《乾德二年（964）五月八日南贍部洲娑訶世界沙州三界寺授千佛戒牒》、

北大 D186《南澹部州娑訶世界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S.532（1）《乾德二年（964）

五月十四日沙州三界寺授八關齋戒牒》、S.532（2）《乾德二年（964）五月廿三

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 P.3238《乾德二年沙州三界寺授戒弟子張氏牒》…等。 

    此外，還有道真為搜集佛經而編寫的 S.3624、BD14129（新 0329）《三界寺

見一切入藏經目錄》，敦研 345《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S.6225《三界寺比丘道

真諸方求覓諸經隨得雜經錄記》等，顯示道真以搜集修補佛經44為志業，其對三

界寺乃至敦煌地區佛經流佈與佛教的發展貢獻良多。 

2.道真與俗講活動 

三界寺為晚唐五代北宋期間敦煌地區的名寺，開壇授戒，香火鼎盛。今敦煌

文獻中存有該寺為僧俗授戒的大量戒牒。除 P.3140、P.3206 外，其他各件不論

是授三戒、五戒、八戒，「道真」均擔任傳戒師，戒牒末尾頭銜「傳戒師主都僧

錄大師賜紫沙門」下有「道真」簽名。甚至在沙門受具足界時的「三師七證」，

三界寺戒牒三師，除了羯磨阿闍梨及教授阿闍梨外，最為重要的「戒和尚」也就

是傳戒師，主要都由道真來擔任，說明了道真在三界寺佛教宣教傳戒的重要地位。 

如上節所論，寺院舉行大型而隆重的八關齋戒時，一般大都安排有高僧宿德

針對授戒的信眾展開講經說法「雜序因緣，旁引譬喻」的唱導活動，以資啟悟。

五代北宋初三界寺三長齋月內頻繁舉行八關齋戒，其唱導活動自然也會有俗講變

文講唱的進行。三界寺此段期間，擔任宣唱法理的講經法師，當是由道真來承當。

蓋道真出任沙州僧政乃至都僧錄後，其在佛教的地位僅次於當時最高的僧官都僧

統，是歸義軍時期僧團中的高級僧官。除了參加重要的法事活動如主持八關齋

戒，擔任授戒師外，又如主持都押衙宋慈順和節度都頭陰存禮所設法事；其他大

型齋會時升座講經說法當然也是道真的重要宗教志業。我們從 P.2994《甲子年

（964）正月十五日三界寺授李憨兒八關戒牒》最末簽署「授戒師釋門僧正講論

大法師賜紫沙門道真」；P.3392《甲子年（964）正月二十八三界寺授李憨兒八關

                                                 
44

 參林世田、張平、趙大瑩〈國家圖書館所藏與道真有關寫卷古代修復淺析〉，《中國典籍與文

化》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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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牒沙州三界寺授八關齋戒牒》道真的頭銜為「授戒師釋門僧正講論大法師賜

紫」，P.3414《沙州三界寺授李憨兒八關齋戒牒》道真的頭銜為「授戒師主釋門

僧正講經論大法師賜紫。」等資料足以證明道真當講唱變文的適切性。 

此外，今存敦煌寫本 P.2193《目連緣起》有題記作：「界道真本記」45。「界」

是「三界寺」的省稱；可見此件《目連緣起》抄本是三界寺道真和尚講唱時個人

所使用的本子，這無疑又是道真從事俗講的另一力證。《目連緣起》全文約 4000 

字，韻散結合。內容情節主要講述：目連母親青提夫人慳吝殺生，譭僧罵道，墮

阿鼻地獄；目連出家修道，得神通第一，乃以天眼觀占二親，知母處所；求告世

尊，世尊告以建盂蘭盆，目連依行；母得脫阿鼻地獄，並依教奉行，而得天上。

故事內容與七月十五盂蘭盆節活動相應，當是盂蘭盆節三界寺道真講唱目連救母

變文底本的遺存。 

按：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又是佛教盛大的節慶，齋會活動與民俗節日相結合

的「盂蘭盆節」，尤其深入社會各階層，形成盛會。「盂蘭盆會」，六朝已流行，

梁．宗懍（498-561）《荊楚歲時記》便有：「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

諸佛。」46的記載。唐五代時，每年七月十五日設齋供僧，由宮廷到民間，無不

效法遵行。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也有如下的記載： 

城中諸寺七月十五日供養。諸寺作花：蠟花餅、假花果樹等，各競奇妙。

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

勝於常年。47
 

從唐代文獻記載看，盂蘭盆法會有二大特色，一為唐王室及官方盛行的盂蘭盆

會，另外則是民間普遍流行的盂蘭盆會。不論官方或民間，這些盂蘭盆會的活動，

主要是設盂蘭盆道場。前舉 S.2575 寫卷內容載：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二日應

管內外都僧統海晏行文敦煌諸寺，依「常例七月十五日應  官巡寺，必須併借幡

傘，莊嚴道場」便是。蓋以當日目連為救母親青提夫人出離阿鼻地獄，設七日道

場，後代相沿，於每年七月十五日設盂蘭盆道場。P.2193 三界寺道真抄寫的《目

                                                 
45

 P.2193《目連緣起》，卷子本，首尾俱完。首題：《目連緣起》，存 241 行，起：「昔有目連慈母

號曰青提夫人，住在西方，家中甚富，錢物無數」，迄：「今日為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真經」。

卷末有題記「界道真本記」。 
46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058。 
47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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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緣起》中也說明了鋪設道場的源由與情況。說：「（佛曰）：吾今賜汝威光，一

一事須記取：當往衹園之內，請僧四十九人，七日鋪設道場，日夜六時禮懺，懸

幡點燈，行道放生，轉念大乘，請諸佛已虔誠。」「七日六時長禮懺，爐焚海岸

六銖香，點燈做道懸幡蓋，救拔慈親恰相當。」 

七月十五設盂蘭盆供，本意在於供養十方諸佛，救拔慈親，宣揚孝道。唐代

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民間流行在這天為先亡父母設齋追福。因此，盂蘭盆節的

規模也逐漸擴大，並與城市生活相結合，而節日風俗也逐漸趨向世俗化和娛樂

化。在此盛大節日的活動中，佛教教義的宣揚與傳播透過俗講的講唱、佛曲歌讚

的歌誦，使得中國佛教教理與儀式兼具的目連文化漸趨形成。其中先是俗講經文

《盂蘭盆經講經文》的出現，進而更有專就經中人物目連救母的故事大肆鋪陳演

述的《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講唱的發展。我們從詩人張祜與白

居易互相嘲諷戲謔的涉及「目連變」一事可知變文的盛行，目連救母已成為家喻

戶曉的故事。唐．孟棨《本事詩》載：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 

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

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

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

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48
 

後代目連戲劇、說唱更大為發展，如元代末年有《目蓮救母出離地獄昇天》。

明代戲曲作家鄭之珍著有《目連救母》傳奇，全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清乾

隆年間，張照參考鄭之珍《目連救母》，編撰《勸善金科》二百四十集。這些目

連戲成為盂蘭盆節特定的儀式戲，是每年七月十五盂蘭盆搬演的固定劇目。觀瀾

索源，不難想見唐代盂蘭盆會寺院講唱目連變之盛況。 

五代北宋初期不論是敦煌地區的寺院或莫高窟三界寺，盂蘭盆節法會中安排

講經法師講唱《盂蘭盆經》或「目連救母」故事主題的變文，是因應節慶必要的

活動，而講唱者由當時三界寺身為「釋門僧正講經論大法師賜紫」的道真來當任

主講是極合適而自然的事。敦煌文獻保存的 P.2193《目連緣起》極可能就是道真

                                                 
48

 見唐．孟棨《本事詩》〈嘲戲第七〉，《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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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講唱時所使用抄本的遺存。 

俗講變文在三界寺的傳播，及道真的講唱情形，除 P.2193〈目連緣起〉外，

還有不少文獻與訊息可資考論。雖然現存敦煌變文寫本，大多為殘卷，尤寫卷其

尾部本多為抄者、用者署名之所在，但殘卷狀況大多為首尾殘缺，因此缺題，缺

年代，缺抄者姓名的情況，增加研究的困難。綜覽目前可知的變文寫本初步估計

約有 280 號，其中存有題記的寫本不多，然近年學界有從寫本書寫字跡比對及相

關訊息推測敦煌寫本抄者，疑有不少當出自道真之手49。儘管出於推測，未必完

全可靠，但確實其中有許多變文寫本當是三界寺道真所抄，如：《太子成道經》

P.2299、北 8370；《八相變》北 8437；《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S.6551；《維摩詰

經講經文》S.4571、F252；《維摩碎金》F101；《雙恩記》F96；P.3197《捉季布

傳文》背面有「天福五年庚子歲十二月二十四日真」，真為道真之簡題；《捉季布

傳文》S.1156、S.5439、P.3197 疑為道真所抄；《董永變文》S.2204 當出道真之手；

《前漢劉家太子傳》P.3645、P.4051、S.5547；《孔子項託相問書》P.3883、P.3255、

P.3754、P.3882；《晏子賦》P.3821。 

六、結論 

在約 280 號的變文寫本中，可確知出自三界寺之寫本不少，如：P.2193〈目

連緣起〉、P.3645《季布詩詠》、P.3645《前漢劉家太子傳》、P.3375 背（1）《歡喜

國王緣》、P.3051《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173《李陵

與蘇武書、窮囚蘇武與李陵書》等，其中 P.2193〈目連緣起〉明確有署名可知出

自道真抄寫使用的本子，也有三界寺其他僧人或學仕郎所抄。 

出自三界寺其他僧人之手的，如：P.3051《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

塔生天因緣變》尾題有「維大周廣順三年癸丑歲（953）肆月廿日三界寺禪僧法

保自手寫記」；P.3375《歡喜國王緣》出自三界寺僧戒淨所抄。 

出自三界寺學仕郎所抄的，如：三界寺學仕郎張富盈抄《舜子變》P.2721、

《葉淨能詩》S.6836、《破魔變》S.3491、《季布詩詠》S.1156 等。 

從俗講變文的內容題材論，有《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49

 如王于飛《敦煌變文寫卷著錄》（四川大學博士後學位論文，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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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碎金》、《雙恩記》等引錄經文、講說全經的「講經文」；有《太子成道經》、

《八相變》、《破魔變》、《目連緣起》、《歡喜國王緣》、《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

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等演述佛經中有關佛陀、佛弟子故事，而不引錄經文的變

文；還有《舜子變》、《捉季布傳文》、《前漢劉家太子傳》、《董永變文》、《李陵與

蘇武書、窮囚蘇武與李陵書》、《孔子項託相問書》、《晏子賦》等，非佛教的史傳

變文及中國民間傳說故事的變文，問答體的遊戲說唱。 

唐代俗講發達，俗講變文在敦煌莫高窟三界寺隨著節慶、佛教齋會等活動熱

烈的展開傳播，既可收弘法教化之功，又可發揮勸化及娛樂信眾之效，且可捐輸

財物以充修寺造寺之資。三界寺出現俗講經文或講述佛經中有關佛陀、佛弟子故

事的變文是理所當然；但何以會出現如此多的非佛教的史傳變文、中國民間傳說

故事變文﹖同時抄者除了三界寺的道真、法保、戒淨等僧人外，還有三界寺的學

仕郎。這些抄本的性質與功能究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索。而這些俗講變文寫本的

保存，無疑提供我們考察中國俗文學發展脈絡的珍貴材料。 

    試從寫本原生態的視角出發，三界寺講唱變文抄寫的情況，明顯可見其遺存

情狀況是多元的；既有講唱者、歌唱者的創作，也有講唱者、歌唱者據以表演的

底本，或參考用的故事綱要本，也有聽眾聆聽講唱或歌唱後所紀錄的聽錄本，也

有抄者據寫本輾轉傳抄的轉錄本，供作閱讀之用的通俗讀本。其中道真抄寫的

P.2193《目連緣起》當是說唱者預撰的說唱底本，而學仕郎張富盈所抄的《舜子

變》、《葉淨能詩》等當是手抄、轉寫供作閱讀及習文之用的讀物，此一現象，呈

現了俗文學在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表現中，講唱者、歌者、作者、抄寫者與聽

眾、讀者的互動關係，闡明俗文學的社會功能與發展脈絡。變文的傳播與一般俗

文學的傳播都是有講唱的文本，而文本的傳播，同時以兩種方式來進行：一種是

講唱者根據文本，透過口頭語言的宣講來進行傳播；另一種是抄者根據文本加以

傳抄，供作閱讀來進行傳播。因此，講唱者與聽者，抄寫者與閱讀者，彼此間的

互動關係密切，關係著文本內容、題材，乃至形式與語言的發展演變，值得深入

探究。 

    再者，從寫本故事題材來考察，佛教與非佛教題材的寫本雜陳，展現了俗文

學傳播與發展受眾、題材互動規律。講唱佛經與佛教故事的變文，蓋源於佛教，

屬六朝以來佛教唱導發展到唐代俗講的具體呈現。佛教講經的場所主要在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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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道場，講唱者當然是法師。佛教的俗講發展隨著時代發展，因應受眾的趣味，

化俗法師逐漸吸取民間教忠教孝的故事題材，援引穿插講唱佛教故事之中，進而

隨著俗文學講唱空間的擴大與轉移，走出寺院，進入戲場、民間變場，其功能由

宗教的教化為主，逐漸演化成以娛樂功能為主的講唱，題材逐漸離開佛教教義的

束縛，拓展為歷史故事、民間故事。講唱場所不同，功能也不一，講唱者身份自

然也有所改變，講唱者由僧眾而發展為具職業性的講唱藝人。三界寺與道真可說

是俗文學傳播發展與演變過程的寶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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